
2020 年 3 月 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Mar. 2020
第 37 卷第 2 期 Ludong University Journal(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Vol. 37,No. 2

　 　 收稿日期:2019-10-1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伦理诗学中的民族性问题研究”(17XJA751004);甘肃省社会科

学规划项目“丝绸之路文化间性关系研究”(YB031)
　 　 作者简介:张同胜(1973— ),男,山东昌乐人,文学博士,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文学经典的质性与阐释的公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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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文学经典的质性实质上是由阐释的公共性所选择、确认、建构而成的。 文学作品的经典性生成于

时代性精神阐释的公共性。 知识—权力创造了时代性经典及其阐释框架。 同时,文学经典也是阐释的公共话

语和文化资源,从而亦在上层建筑中建构阐释的公共性。 阐释的公共性展演是时代精神作为意义理解的前有

结构在公共领域中的模式化阐释。 时代性的主导精神、主流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审美观、价值

观、词汇、表达方式、知识等共同构成了某一具体时代阐释模式的公共性。 公共性作为阐释的前有结构之一,
参与文学意义的生产和经典性之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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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是人类的存在方式,而阐释又是理解

的进行方式。 “阐释学传统坚持认为,理解和意

义纯属个人的事;不同民族的不同兴趣、不同立

场、不同信仰和不同价值造成了对这一传统的

理解和阐释。” [1]10 这种观点显而易见是偏颇

的,只见一隅,未见全面。 它忽视了人的社会性

和时代对人的理解的限定性。
　 　 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是本体论的阐释

学,它探讨的是理解何以可能的问题,侧重于意

义生成的前有结构和个体理解的此在性、事件

性和效果历史性。 然而,时代性精神、思想和主

流意识形态等作为公共话语,以及与之相关的

一系列价值观、审美观、词汇、表达方式等共同

构成了一个时代性的阐释结构,对它的公共性

问题迄今为止尚未进行系统而深入的讨论,因
而张江教授“公共阐释”论的提出[2] ,无疑就有

其必要性、创新性和重要性。
　 　 当然,西方学者所认为的阐释是个体的、具
体的、社会性的也自有其真理性,因为正如伽达

默尔所指出的,“如果我们有所理解,我们都是

以不同的方式在理解” [3]383。 但是,这不是否定

了阐释的公共性呢? 并非如此。 伽达默尔指

出,人们的理解方式各不相同,从而理解皆为此

在(Dasein);然而,此在总是具体历史条件中的

实践,这种社会性实践具有公共性;“能被理解

的存在就是语言” [4]23,语言具有可交流合作的

公共性。

　 　 一、文学经典性的生成与阐释的公共性

　 　 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与其说是天生丽质,
不如说是后天养成。 例如,莎士比亚戏剧在今

天的世界文学中是无可置疑的经典之作,可是

在作者活着的时候,其戏剧作品被大学才子派

蔑视为“低俗”。 即使是今天,依然有读者指出

其戏剧文本中充满了淫秽的暗喻或庸俗的喧

哗。 这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当被认可为全球

性的文学经典之时,托尔斯泰还公开表达自己

不喜欢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 莎士比亚诗剧原

文,即使现代英国人也需要进行文白翻译才能

阅读。 但所有这些,并没有影响莎士比亚戏剧

的世界性文学经典的地位。 它不管是以何种形

式的在,只要是在,就表征着其经典性。
　 　 莎士比亚戏剧的经典化并非绝无仅有的现

象。 福楼拜与费多根据一件时事进行了文学创

作,福楼拜撰写的《包法利夫人》,与费多创作的

《法妮》同时问世,意想不到《法妮》一出版就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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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畅销书,好评如潮;而《包法利夫人》滞销,
法国司法当局对福楼拜提起公诉,指控《包法利

夫人》“伤风败俗、亵渎宗教” [5]1,并传唤福楼拜

和刊载小说的《巴黎杂志》主编杜冈到法庭受

审。 法庭上,经过一番激烈的辩论,在能言善辩

的律师的帮助下,福楼拜虽然被宣告无罪释放,
但是精神还是受到了创伤。 可是,在今天,《包

法利夫人》却是世界著名文学经典之一。
　 　 外国文学经典的情况是这样的,那么中国

古代的文学作品中是不是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呢? 《水浒传》在明末和清代被朝廷列为禁书之

一,《西厢记》《金瓶梅》 《红楼梦》等在古代中国

社会里则被视为“诲淫”之作。 可是,自从 20 世

纪以来,受西学东渐的影响,小说、戏曲登上了

大雅之堂,它们日渐被中国文学界认可为文学

经典。
　 　 看来,文学经典并不是天生的,文学作品的

经典性是一种生成、操作和建构。 那么,它是如

何被建构的呢? 下面就以富有争议的小说《水

浒传》其经典性的生成历史作为一个集中探讨

的个案,来摸索文学的经典性与阐释的公共性

之间内在的关系。
　 　 水浒的故事,以口述的传播形式兴盛于宋

元时期的勾栏瓦舍之中。 南宋有《武行者》 《青
面兽》 《花和尚》 《石头孙立》等说话名目,金院

本、元杂剧中则有宋江、李逵、燕青等众多好汉

的故事。 而其文字文本的形成,则经历了历史

的累积才最后成书。 元代刊本《大宋宣和遗事》
中,水浒故事虽然仅有梗概。 明嘉靖初年问世

的《水浒传》是较早出现的印本之一。 明神宗以

及当时的文人墨客都喜读水浒故事。 可是,当
明末发生农民起义之际,士大夫开始上书请求

朝廷严禁此书的刊印。 清朝的康熙、雍正、乾
隆、嘉庆、道光等皇帝都曾谕令禁止《水浒传》的
刊行。 此乃一个极端,是政治使然。 另一个极

端则是它广受社会市民阶层的喜爱,如明末柳

麻子说“水浒”,可以为其作稻粱谋;杭州世代流

行王氏“说武松”;草莽民间流行着水浒戏……
也就是说,水浒故事为人们所喜闻乐道。 虽然

如此,在明清时期,《水浒传》成为文学经典了

吗? 事实是否定的。 因为在当时文人士大夫眼

中,经典指的是儒家的经书圣典,至于戏曲、小
说等俗文学,则是“小道”。
　 　 20 世纪初,受西方文学史及其对小说(No-

vel)、话剧(Drama)等现代文体意识的影响,中
国古代小说、戏曲的文学地位实现了鲤鱼跳龙

门般的身份变化。 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倡导

平民文学,反对贵族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文

言文。 因此作为白话文的典范,金圣叹评点本

《水浒传》为当时新文化运动中倡导白话文学的

知识人所称赏。
　 　 但是,那时候主流的意识形态是资产阶级

的权力话语,从而从“人性”的角度来看,这部小

说仍然有诸多缺点。 周作人将《水浒传》 归为

“强盗书类”,认为它是“非人的文学”。 胡适也

认为《水浒传》“够不上人的文学”。 虽然在这一

时期,《水浒传》《三国演义》等白话通俗文学成

为了学术研究的对象,然而,其文学的经典性尚

有争议。 其实,争议本身也是经典性题内应有

之义,即只要它有被利用的价值,无论是正反,
都是在世的方式,都是不死的生命力之表现。
　 　 《水浒传》 《三国演义》 《西游记》 《红楼梦》
等真正被普遍认定为文学经典是中国学者参照

西方文学史编纂中国文学史、白话文运动、文学

改良和新文学革命的结果。 直到新中国建立之

后,这些文学作品才真正被看作是“经典”,《水
浒传》被解读为“农民革命的史诗”。 主流的意

识形态可以作为阐释模式的一种共性因素,从
而一致的意识形态语境中文学作品的解读往往

会得出相似甚至是相同的结论来。 如苏联评论

家罗加乔夫在《〈水浒传〉俄文版再版后记·记

施耐庵的作品》中也认为,《水浒传》 “是以现实

主义的方法来描写农民战争” [6]243。
　 　 《水浒传》是如何从禁书成为了文学经典的

呢? 文学作品的经典化,是一个很复杂的工程。
审美观的历史性、倾向性以及百科全书式的丰

富性等都与经典化有着密切的关联。 从某种角

度而言,《水浒传》的经典化则是主流意识形态

使然。 一些特有词汇诸如“人民性” “阶级性”
“革命性” “真实性” “进步性” “现实性”等共同

建构了一个主流的诠释结构和模式。 这个阐释

模式具有一定的公共性,如阶级立场的不同,使
得《水浒传》从封建文人眼中的“诲盗之书”转变

成了新中国知识人所理解的 “农民革命的史

诗”,从而成为中国文学史所选择的文学作品,
在此阐释框架下所看到的思想性便具有了惊人

的一致性。
　 　 文学作品进入文学史,是经典化的重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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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之一。 文学史之于文学作品经典化的作用是

巨大的,功效是明显的,因为文学经典的阐释进

入了整个文学史的知识体系之中,文学作品以

知识化的客观对象出现,从而成为了知识的文

本。 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文学史著作的

指导思想、关键词、时代性话语、编纂模式、所选

文本等都体现了阐释的公共性。 北京大学中文

系文学专门化 1955 级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

史》、1962 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编

的《中国文学史》、1963 年由游国恩等人主编的

《中国文学史》等就是那个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

产物。 同时,它又作为知识的载体,为广大人民

所学习、研讨和认同,以公共话语的身份展现时

代性精神的公共性。
　 　 有人或云,《水浒传》之所以成为经典,是由

于毛泽东同志酷爱读《三国演义》 《水浒传》 《红
楼梦》等长篇白话章回小说。 其实,这种说法和

看法是很肤浅和片面的。 因为,上述这些通俗

小说之所以成为文学经典,并不是由某一个人

的喜好所决定的,而是决定于时代性的主流意

识形态和公共性的审美观念。
　 　 毛泽东主席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

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7]980 他说:“在中国封建社

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

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8]625

他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经指

出:“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

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 [9]867 马克思主义

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成为了伟大时代的指导思

想,并构建了一个时代性的公共阐释结构,从而

在此结构透视之下,古代中国小说几乎毫无例

外地都是从阶级斗争理论的角度被具体解读

的。 1954 年,《水浒传》120 回本由人民文学出

版社刊行。 下半年,冯雪峰在《文艺报》上连载

《关于回答〈水浒〉的几个问题》,从理论上论证

了《水浒传》的主题思想是“农民起义”之说。
　 　 在整个大时代的思潮中形成的阐释框架,
对每一个人都是有影响的,即使是旧时代的文

人学士,虽然他们的认知和思维方式已经固化,
但是他们也竭力学习、跟上新时代的阐释模式。
例如,1959 年,王季思说:“在我的教学思想与文

艺思想上确实还残留着不少资产阶级的东西,
如对古典文学作品里的一些消极颓废思想没有

严格批判,而对某些作家作品在艺术表现上的

成就过分宣扬。 这些都是同志同学们在批评会

上多 次 给 我 指 出, 同 时 也 是 我 所 能 够 接 受

的。” [10]113 王季思认可学生对他的批评,只是在

程度上有保留,从而表明时代性理解的公共性。
当时的很多知识分子,是十分真诚地学习马克

思列宁主义,并将其作为改造自己思想的指针,
来阐释文学史现象和问题的。
　 　 以时代性精神为内涵的公共阐释,具有对

具体文学作品解读的指导性和引导性。 1978 年

12 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

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欧阳健、萧相恺提出

了《水浒传》是为“市井细民写心”的观点。 在

《〈水浒〉“梁山泊聚义”性质辨》中,欧阳健和萧

相恺论证了其“市民”说:《水浒传》中的“梁山

泊聚义”不同于历史上的宋江起义;水浒好汉的

“官逼民反”,其中的 “民” 主要不是农民而是

“侠盗”;“替天行道”并不代表农民的根本利益,
因而“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缺乏明确目标的游民

无产者的旗帜,它没有确定的阶级内容,因而能

随时赋予不同的含义” [11]11。
　 　 新时期以来,学术界重提“文学是人学”,人
性论成为了文学阐释的大纛。 20 世纪 80 年代,
中国大陆兴起了“重写文学史” 的思潮。 1987
年,章培恒、骆玉明以人性论为指导,重新撰写

了一部中国文学史。 “文学的进步与人性的发

展相联系”是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

史》的基本线索[12]1-61。 在此思潮之下,陈洪、孙
勇进《漫说水浒》,王学泰、李新宇《〈水浒传〉与

〈三国演义〉批判:为中国文学经典解毒》,刘再

复《双典批判》 等都从 “人性” 的角度对 《水浒

传》和《三国演义》等文学经典进行了严厉的批

判。 人学思想、人性论又成为了新时期以来人

们阐释文学经典的公共的思想资源、前有结构

和诠释模式,即成为了新时期公共阐释的一个

理论框架。
　 　 《水浒传》的阐释史,即其经典化的过程。
这个个案表明,不同历史时代对《水浒传》的解

读都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历史性,这一时代性

和历史性体现了阐释的公共性。 当然,正如列

宁说的,“任何思想体系都是受历史条件制约

的。” [13]137 因而从大的视域来看,任何阐释尤其

是在时代性思想指导下的阐释都是历史性的理

解;所有时代性的阐释都是既存有时代性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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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又具有历史局限性的。
　 　 一部文学经典的生成,从来不是横空出世、
一成不变的,需要各种历史和现实条件在时间

距离中的酿成。 畅销书不一定能够成为文学经

典;被禁之书反而有可能被后世认可。 文学经

典的后生命( afterlife),决定于其意义在异时空

结构中的在地化呈现。 这种呈现是文本视域与

读者视域相融合而成的,从而读者的包括前有、
前见、前把握、前筹划、前理解等在内的前有结

构就必然地参与到经典作品文学意义的新的形

成、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之中。 读者的前有结构

在视域融合的过程中总是起着意义理解何所向

的作用,所问往往决定了何所答,即对文学经典

进行理解的问题域指向了意义域,所问决定了

文学意义理解的何所向。 而问题域是时代的、
社会的,因而也是公共的。
　 　 海德格尔认为,“对本文的理解永远都是被

前理 解 ( Vorverstandnis ) 的 先 把 握 活 动 所 规

定。” [3]379 如果说对文本的理解确实是有什么规

定性,那么规定性就是前有结构的规定性,前有

结构往往具有时代的公共性;前理解的先把握

活动就是理解的事件性,即意义总是此在的生

成,而不是主观对客观的认知。 阐释是本体论

的理解,不是认识论的认知。 具体语境中现实

意义的解读,其意义的生成性体现了阐释的本

体论。
　 　 那么,什么是本体论视域中的理解呢? 理

解不是主体对客体的认知,而是自身参与到文

本中的行动,是一种视域融合,是自我与他者的

一种关系,是二者的一体化。 这里的行动,就是

参与、事件化和效果历史的生成。 文学作品的

存在方式就是它不断地被读者所阅读、理解、翻
译和应用,理解是它在世的方式。 因为只有“在
理解中,一切陈述的意义(包括艺术陈述的意义

和其他所有流传物陈述的意义)才得以形成和

完成” [3]157。
　 　 阐释的公共性何以生成? 时代性精神的阐

释结构使然。 它是由时代性精神、主流意识形

态、知识界对文学文本的解读和再解读、社会个

体主体的学习和内化、哲学思潮与社会运动等

共同构成的。 在时代性权力话语的滚滚洪流

中,个体的理解都被裹挟在其中。 从这个角度

来说,文学经典的质性与阐释的公共性实质上

是一体两面,本质上都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变相

和化身。

　 　 二、作为公共话语和公共文化资源的
文学经典

　 　 文学经典是文学艺术世界中的翘楚,一则

它本身长得漂亮(“情人眼里出西施”),二则评

奖、口碑、“抬轿子”的协力鼓吹使然。 文学艺术

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上层建筑中的一部分。
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被建构为经典,是内因与

外因合力的结果。 内因就是它自身具有跨时

间、跨地域甚至是跨文化的可被利用之处,具有

塑造人类高贵品质的精神力量,具有共享性的

艺术价值。 外因就是时代性权力话语。 文学作

品经典性的打造,本来就是主流意识形态份内

的事情。 确认哪一些文学作品可以是经典、甄
选出版哪一些文学作品、倡导创作什么样的文

学作品等都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工作内容。
　 　 当这些文学作品被时代话语认定为经典之

后,文学经典必然反过来为主流的意识形态作

合法性和秩序维护性的情感渲染和软性说服,
其具体的表现形式就是它们成为了那个时代的

具有公共性的知识话语和文化资源。 而话语和

资源的公共性,则建构着公共阐释的政治环境

和媒介生态,展现着时代性的主旋律,生产着文

学经典的品性、契合性和适用性。
　 　 “只要我们坚持自己的现实本位立场,坚持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一‘用’的原则,并且能够

理解到,从使用的观点看,一切文化,无论中国

自己的文化遗产还是作为舶来品的西方文化,
都是资源,都是话语。” [14]5 文学经典是主流文

化之内在的一部分,从而也“都是资源,都是话

语”。 文学经典的经典性就在于它能够被主流

的意识形态所利用,有可资利用的价值;如果一

无所用,它就绝不会被塑造为经典。 在能为

“我”所“用”的价值域中,这些资源和话语皆具

有一定的公共性。 从而,文学作品的经典性亦

体现为它能够为当时、后世或异域的可用性。
　 　 “公共话语”这个概念源自于哈贝马斯的公

共领域理论,它指的是人们聚集在公共领域里

的所有的话语的内容和形式的总和。 公共领域

中的公共话语并非人们任意或随意的表达,而
是执政机构舆论管控之下的言论自由。 巴赫金

认为,“话语永远都充满着意识形态或生活的内

容和意义。” [15]416 作为公共话语,文学经典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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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代性话语、阶层性话语和意识形态话语所

利用的符号空间。 左、中、右之政治派别,皆可

以借助于文学经典进行话语主导权的争夺。 如

果一部文学经典,它不能为社会所利用,其经典

性往往被消解或被解构。
　 　 如前所述,一部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成为

经典,当然首先是它具备先天的可被建构为经

典的条件,如百科全书式的体系文化便是其中

的必备条件之一,或具有童庆炳所说的高“艺术

品质” [16]36。 可是,艺术品质之高下又是如何被

判定的呢? 孤立的、静止的、抽象的艺术审美性

认知,与马克思主义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审美

意识具有民族性、历史性、阶级性、地域性。 即

使是纯审美的艺术作品———如果存在的话———
也只有具备被利用的价值才被确定为经典作

品。 从而,当它被主流意识形态所认同的时

候———不被认可绝不会成为那个时代的经典,它
便能够作为文化资源、知识话语具有了时代话

语的代言性、再利用性和意义的再生产性。
　 　 既然如此,文学经典自然可以作为政治晴

雨表的表现符号或者是主流意识形态价值取向

的载体。 事实上,它也是这么存在的。 以《水浒

传》为例,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时期,在马克思

主义思想的透视之下,它被解读为“农民革命的

史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它又被视作“投降主

义的反面教材”,以之对广大的人民群众进行

“反修防修”的思想教育;新时期以来,《水浒传》
被解读为“市民的趣味”或“游民”说;当下,又有

文人学者极力要为这部经典小说“解毒”。 《水
浒传》是毒还是药,是鲜花还是毒草,这将如何

进行判定? 《水浒传》 这些上述主题思想的解

读,都是历史性具体语境中的产物,体现了时代

阐释的公共性。 我们今天对它们进行分析,应
该按照列宁所指出的,“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

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

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 [17]375

　 　 文学作品的经典性,体现在文学作品的不

断被解读、被阐释和被表现之中。 只有这样,文
学作品才能获得其精神上的存在意义。 而所有

对文学经典的阐释话语,都是主流话语体系的

一部分。 除此之外,文学经典及其学术研究,又
是思想斗争的知识空间。 学术与政治的密切性

从李希凡、蓝翎《评〈红楼梦研究〉》的事件可见

一斑。 《水浒传》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反面教

材”与“反修防修”的公共话语之间的关系也是

典型的案例。 如此类似的阐释,不胜枚举,从而

可知,主流意识形态之下对文学作品进行阐释

的公共性,与文学经典的经典性形成了一种密

切的共谋同在的共同体关系。
　 　 在一个社会里,阐释的公共性,更多地体现

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和影响之中。 主流媒体

的宣传,对作为社会主导话语的知识的自律性

学习,以及社会性的生活和工作,共同建构了对

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 这种宣传和认同一起形

成了一种社会理解的前有结构和主流的阐释模

式。 这一结构和模式作为这个社会里的人们的

前理解、前把握和前视域,在对文学经典文本进

行意义解读的时候,是理解、阐释和应用的前提

条件之一。 诠释的三要素之一“应用”,毋庸置

疑,自然是主导性阐释之公共性的具体应用,因
为任何理解,都是意识应用的一种具体化。
　 　 对意义的阐释尤其是阐释之应用一维具有

鲜明的实践性。 伽达默尔认为,实践就是生活

世界[18]7。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

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19]56

人们对文学经典的解读、阐释和应用也是如此。
文学经典在一个社会里的建构(包括选择、确
认、倡议、创作、出版、阐释、组织学习等),都是

实践性的,社会实践总是群体性的、社会性的、
时代性的,从而具有公共性。 当然,任何实践也

具有局限性。 列宁说:“实践标准实质上绝不能

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 [13]144

　 　 “话语和实践互相依存。 实践需要遵循话

语,而话语则产生于实践。” [20]484 文学作品的经

典性建构是在社会实践中以公共话语的方式完

成的;同时,文学经典又成为了公共话语和公共

文化资源为社会实践服务。 一个时代、一个社

会的观念、意识形态、思想方式、价值观、情感结

构等都展现在政治话语、理论话语、民间话语、
社会话语、实践话语的公共性之中。
　 　 一个人的前见包括作为知识形态的主流意

识形态、价值理念、民族文化等。 根据伽达默尔

哲学诠释学的观点,前见不是理解过程中应该

去除的东西,也是根本去除不了的东西;反之,
前见是理解何所向的积极因素。 正是前见,才
是导致理解何以可能的重要条件之一。 时代性

的精神、思想、意识等,借助于文学经典的新的

存在形式(时代性意义解读),形成这个时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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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人作为前见的公共性话语。 同时,公共话

语又作为理解的前有结构参与到文学经典新语

境下新的意义生成过程之中,以此建构为某种

思想观念辩护的新话语和新资源。
　 　 阐释的公共性,实质上是时代精神作为意

义理解的前有结构在公共领域中的一种程式

化、模式化和现实性阐释之框架结构。 “理解是

诸结构的产物,因为结构提供了现实得以次序

化的二分法概念。” [1]30 海德格尔认为:“明确地

被理解的东西,具有‘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
的结构。”作为结构之阐释具有一个理解的前有

结构,即“把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加以解释,
这在本质上是通过先行具有、先行视见与先行

掌握来起作用的。 解释从来不是对先行给定的

东西所作的无前提的把握” [21]176。 时代性的精

神、意识、思想、词汇、表达方式、审美观、价值

观、知识等共同构成了某一个具体历史时代的

阐释模式的共通性和公共性之结构。 这个时代

的文学经典,必然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地

带有阐释的公共性。
　 　 然而,伽达默尔曾经说过:“理解按其本性

乃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 [3]283 什么是效果历

史? 效果历史既包括事件的实在,又包括对事

件理解的实在。 那么,什么是事件? 按照德勒

兹在《意义的逻辑》 里的观点,事件即 “生成”
(devenir)。 这是意义阐释的本体论的一个方

面。 另一方面,时代性公共话语或这种意识一

定是作为个体的前理解而成为阐释的前有结

构,从而阐释又具有某一具体时代的公共性。
公共阐释的模式和结构,无论是对具体的主体

有着正面的影响,还是负面的影响;主体无论是

认同它还是反对它,它都作为意义理解的前有

结构而参与意义的生成。 思想改造是艰难的,
可是,阐释公共性之于理解却总是事实性存在

的。
　 　 一部文学经典的后生命,很大程度上决定

于它是否与后世的时代性精神所契合,或是否

作为共享资源或公共话语而能够被后世的时代

性精神所利用。 一部文学作品,一旦被建构为

文学经典,则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文化资源和公

共话语,并被不断地利用和再利用,其意义从而

就不断地进行生产和再生产,时间距离于是就

证明了其经典性,从而其经典性就体现在它的

“实用性” 上。 古今中外,在这一点上,概莫能

外。 试看,莎士比亚戏剧在当代电子和数字媒

介世界中的目不暇接的存在形式就不言而喻

了。
　 　 文学经典的经典性体现为跨时空阐释的公

共性。 列宁曾指出:“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

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

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 [17]489 无产阶

级的文化,其公共性与世界性密切相关。 全球

化时代文学经典的世界性,更展现了民族文学

经典的文化公共性的更大的意义空间。 一部民

族文学作品即使是经典,如果不具有全球化改

造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其经典性则无从在世界

文学中得以展现。
　 　 在全球化的时代大潮中,文化保守主义竟

然大行其道,颇有市场,甚至是甚嚣尘上。 人类

的文化常态难道不是接触、碰撞、渗透、杂合?
文学经典的世界性,难道不是民族文化形成和

发展过程中的“异中求同”吗?
　 　 有很多知识分子都在认真地思考这个问

题。 只有拥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心胸,具备

全球对话主义的思想,才能真正地采取拿来主

义,让全人类的精神财富作为话语和资源践行

其公共性、世界性和一体性。
　 　 从文学世界来看,正如歌德所说的,“世界

文 学 的 时 代 已 快 来 临 了 ” [22]116。 丹 穆 若 什

(Damrosch)说:“我用世界文学来包容所有在其

原来的文化之外流通的文学作品。 它们或者凭

借翻译,或者凭借原先的语言(很长时间,维吉

尔以拉丁文形式被欧洲人阅读)而进入流通。
在最宽泛的意义上,世界文学可以包括任何影

响力超出本土的文学作品。” [23]5 作为流通方式

和阅读方式的世界文学,其世界性何以可能?
它必须是民族文学的经典作品吗? 历史已经证

明并将继续证明,文学的世界性不在于民族文

学的经典性,而在于它在异时空里的可利用性。
《好逑传》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不过是二流或者

是三流的作品,然而被传教士翻译成拉丁语后

为欧洲知识人所阅读,具备了世界文学的素质,
成为了 18 世纪以来欧洲公共文化资源。
　 　 作为公共话语和文化资源的文学圣典的经

典性,在实质上是文学经典的文本与时代精神

的契合及其文本在其中的参与和新意义的生

成,即经典性存在于阐释的公共性之中。 不同

历史时期的时代精神是不完全相同的,如果它

·36·



与所谓文学经典文本之间不存在着任何契合之

处,那么这部文学经典就会退出历史舞台。 因

而一般来说,文学经典的存在方式总是时代性

的阐释;而阐释的公共性则成就了文学经典的

经典性。

　 　 三、文学经典的跨文化旅行与阐释的
公共性

　 　 阐释的公共性与文学作品的超越时空性有

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所谓文学其实都与一切

时代有一种特有的同时性。 所谓理解文学首先

不是指推知过去的生活,而是指当代对所讲述

的内容的参与。” [3]528 其中的 “同时性” 与 “当

代”的“参与”,重构了文学经典的跨时空意义,
也展现了意义阐释的公共性。 那么,文学经典

在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的空间旅行又是如何

的呢? 是因为一部文学作品首先是经典所以它

才具备了进行跨文化旅行的资格,还是任何文

学作品只要它能够进行跨文化旅行就促生其经

典性? 人们往往想当然地以为文学经典是天生

的,是孤立地静止地摆放在艺术的殿堂里等待

读者去阅读的圣物。 其实,这是一种唯心主义

想法。 为了避免设想只是在空中飞,让我们以

《水浒传》的海外阐释为例来看这个问题。 《水
浒传》在异域时空中的意义存在,主要体现为三

种文本形式:翻译之作、文学批评和翻案之

作[24]287-299。 海外对于《水浒传》的阐释无不带

有深深的民族文化烙印,对海外读者而言,由西

方文化形成的前视域对他们理解何所向具有规

定性,从而生成了与我们不完全相同的理解和

解释,但只要是对文本中的人情物理解释得合

情合理、能够自圆其说,应该说它们都是《水浒

传》在不同历史时空、不同民族文化中的存在样

式或表现形式。
　 　 20 世纪 20—30 年代,赛珍珠根据金圣叹贯

华堂本《水浒传》(一则金圣叹本流行时间较长,
二则这个版本在行文上更明畅通俗),将其译成

英文本《水浒传》。 书名为 All Men are Brothers,
即《四海之内皆兄弟》或《皆兄弟也》。 1934 年,
鲁迅指出:赛珍珠把《水浒传》翻译为《皆兄弟

也》很不确切,“因为山泊中人,是并不将一切人

们都作兄弟看的” [25]431。 固然,宋江并没有将为

其解脱逃走的唐牛儿请上山去过快活的日子,
这是因为唐牛儿并不是水浒好汉“一会之人”。

如果从龙华会上结义兄弟来看,教团里人谁也

不会将会外之人“作兄弟看的”。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赛珍珠对《水浒传》的
理解往往望文生义,如将花和尚鲁智深翻译为

“Priest Hwa”,即花牧师,而牧师本义是牧羊人,
一般用来称呼基督教的传教士。 基督教与佛教

存在着称谓上的差异,赛珍珠显然混淆了宗教

文化背后的意蕴。 无独有偶,德国库恩博士将

鲁智深翻译为“铁和尚”,将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解释作“一个暴徒打死另一个暴徒” [26]407。 鲁

达,侠肝义胆,李贽以“活佛”称之,可是库恩却

将他称为“暴徒”。 如此一来,水浒好汉的道德

正义和崇高精神就荡然无存了。 然而,这种在

翻译中的变异,却有着内在的误读合理性,原因

就在于阐释公共性在民族文化上的差异及其接

受过程中的“加减乘除”。
　 　 伽达默尔认为,“一切翻译就已经是解释

(Auslegung)。 我们甚至可以说,翻译始终是解

释的过程,是翻译者对预先给予他的语词所进

行的解释过程。” [3]496 他又说:“理解在本质上是

把过去的意义置入当前情境的一种调解或翻

译。” [27]6 翻译者是对翻译文本的理解者和解释

者。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一切译作都是对原

作的再创作。 在这再创作的过程中,译作者的

思想作为前理解参与进译本的生成。 从而,无
论是阐释,还是再创作,翻译者理解的前有结构

总是参与到译本意义的生成之中,翻译者的时

代性精神又是翻译者前有结构的一部分,从而

翻译者语境中的阐释便具有此时此地阐释的公

共性,因为“在理解中总是有某种这样的事情出

现,即把要理解的本文应用于解释者的目前境

况” [3]339。 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一切从实际出

发”之所以是正确的指导思想,就是因为它符合

解释的真理。 所有准确的理解,都是具体语境

里的理解;理解总是“解释者的目前境况”与文

本的敞开之一体性的此在。
　 　 全球化时代,只有那些翻译之后依然能够

被其他民族异质文化所认可、感应和契合的文

学作品才最有可能永葆其经典性,跨越时空的

局限,走向世界文学。 这种经典性之所以能够

穿越时空,就在于文学艺术的意义理解上不同

民族仍然具有相通性和公共性。
　 　 至于跨文化的文学批评,美国汉学家夏志

清似乎遗忘了中国文化,从西方资产阶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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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论出发对水浒好汉进行了口诛笔伐,他不理

解好汉们的饮食习惯,将他们的不好女色看作

是意志力考验,将好汉们的杀富济贫、除暴安良

视作中国人对痛苦和杀戮不甚敏感[28]82-102。 黄

卫总批评夏志清往往以西方小说的标准来苛求

古代中国小说。 小说(Novel) (作为市民阶级的

史诗之现代长篇小说)的标准是夏志清解读《水
浒传》的前有结构,他过滤了中华文化的民族特

性。 这是很有道理的。 夏志清虽然是美籍华

裔,但是他认同欧美文化,从而对中国文学经典

作品里的华夏文化表现出很隔膜的一面。 民族

文化观、审美观、价值观等的不同,会导致对同

一部文学作品进行文学批评时得出迥异的结

论。 即使是在同一个文化系统中,由于社会地

位的区隔、政治立场的不同或地域文化的地方

性,也会导致见仁见智、莫衷一是的论争。
　 　 文学经典的跨文化旅行,还有一种存在方

式,那就是翻案。 所谓翻案,即再创作。 古代朝

鲜、日本对古代中国小说的翻案,其实是中国文

学经典在异域异质文化中的此在的表现形态。
当代日本作家北方谦三认为《水浒传》在他的心

中可能已经变质,他将重新塑造出他自己心目

中的英雄好汉。 于是,在他的笔下,宋江成为了

革命理论家;鲁智深宣传“替天行道”的革命道

理;武松从小就暗恋嫂子潘金莲;潘金莲也由淫

妇变成了贞女, 宁可自尽也不愿被武松所强暴

……北方谦三的翻案之作虽然遭到了中国读者

的批评, 却荣获了日本司马辽太郎奖。 这种改

写或重新创作, 展现了文学经典在异质文化中

的在地化, 也展现了读者接受过程中的文化偏

向。 日本人的英雄观、 革命观和本能文化是北

方谦三对 《水浒传》 进行改写或再创作的公共

性前有结构。 阅读的倾向性和选择性, 体现了

文学经典在跨文化时空中传播和接受的本土化

和民族性差异。 阐释的公共性具有民族性、 地

域性和时代性, 它直接参与了文学经典的意义

生成、 后生命绽放和跨文化时空的意义再生

产。
　 　 由以上文学经典在异质文化时空中的三种

存在样式可知,文学经典的跨文化旅行,总会由

于文化接触、冲突和杂合而发生这样或那样的

变异。 自 2005 年以来,曹顺庆关注了文学传播

过程中的变异问题,他认为影响研究“忽略了我

们的文学在流传过程中,由于不同的语言、不同

的国度、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接受

者,它 会 产 生 信 息 的 改 变、 失 落、 误 读、 过

滤” [29]71。 这种变异,主要是由于文化过滤导致

的。
　 　 异质文化的族群性作为异域读者的公共性

重构了他者—民族文学经典的意义世界,从而

使得文学经典在异质文化中也获得了视域融合

之下的新的文学意义的表现形态,以间性文化

的形貌展现其经典性。 而文化的民族性、地域

性和时代性则是对文学经典进行公共阐释的前

有结构。
　 　 哲学诠释学认为,理解并不仅仅是一种意

指,而是一种参与、一种共同的活动[3]659-660。 一

部文学经典作品,在异域异质文化的时空中旅

行,总是进行在地化的意义生成,因为所行经之

地的文化总是作为读者的前有结构“参与”文学

经典意义的生产,于是经典文本意义的解读便

成为了一种“共同的活动”。 个体的经验、时代

性公共话语与文学经典的契合图景一起融合为

文学作品的“一种新生命”,文学的经典性与阐

释的公共性二者一起成就了文学经典的世界

性。
　 　 文学经典的跨文化旅行,其实就是它的世

界文学化,因为“只有在翻译中发生变异,世界

文学才得以形成。 变异凸显了语言形式的表层

下的文化间的异质性,以此丰富了比较文学可

比性的内容,异质性和变异性为比较文学与世

界文学研究开辟了新的天地” [30]126。 文学经典

的跨文化旅行,路线图就是翻译、阐释和应用。
无论是作为“创造性叛逆”的翻译还是他国化的

文化过滤,理解的公共性是不同文化之间在内

在逻辑结构上的求同。
　 　 布克哈特说得好:“文化的许多因素并不为

人所感觉到,因为它们是从某个以往民族那里

传承到人类共同血液中的。 我们应当时刻意识

到,这种无意识的文化成果的积累不仅发生在

每个民族中,也发生在每个人身上。” [31]51 而“发
生在每个人身上”的文化当然是公共文化,它不

仅是某一个民族的文化,而且是人类文化共同

体的文化。 这个共同体是“一个被星丛化了的

共同体” [32]119,即差异 “和而不同” 的共同体。
星丛共同体的在世之道是什么呢? 金惠敏认为

是全球对话主义[33]168。 文化间性的对话,一方

面承认差异、个性,另一方面又“和而不同”地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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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存异,后者即跨文化阐释的公共性。

　 　 公共阐释是一种时代性精神在社会宏观结

构中的理解、诠释和应用;公共阐释是主流意识

形态在具体事件中的意义生成和展现;公共阐

释是舆论宣传建构的一套时代性话语、知识结

构和阐释模式。 张江教授首倡的“公共阐释”
论[2] ,具有公共社会空间维度下的阐释力,它可

以解释一些重要的时代性现象或重大学术问

题。 例如,为什么《水浒传》在明清时期被朝廷

列为禁书,而在 20 世纪却成为了文学经典? 作

为个体的主体阐释,甚而至于文人圈子之阐释,
对于是不是禁书或经典为什么几乎不起决定性

的作用? 李卓吾、袁宏道、崔后渠、熊南沙、唐荆

川、王遵岩、陈后冈等文人都曾高度称赞《水浒

传》,然而,为什么改变不了这部小说在明末被

朝廷严禁的命运?
　 　 阐释的公共性,具有社会性、通约性和共通

性等特征,从而具有阐释范式的研究价值和意

义。 《水浒传》的文学身份的变迁,绝不是孤立

的、静止的、特殊的,而是具有联系性、运动性和

普遍性,具有类型学的价值和意义。 古今中外

从禁书到经典的文学作品,如《西厢记》 《金瓶

梅》《包法利夫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娜娜》
等,其经典性的形成与阐释的公共性之间的关

系,都体现了公共阐释的解释力、理论性和思想

性。
　 　 文学作品经典性的生成,是时代性话语阐

释的结果。 时代性问题的需求、时代性精神的

召唤、主流的意识形态等作为理解的前有结构

建构了文学作品的经典性。 什么是文学经典

性? 一言以概之,即文学作品在时间距离中的

不断地被应用。 而文学作品其经典地位确立之

后,便作为这个时代的公共话语和文化资源,为
人们所利用。 文学经典从而成为当代文化、现
实文化的代言人和阐释者。 文学经典的跨文化

跨时空旅行,必须契合于所行经文化的公共性

才能获得后生命。 因而,文学作品的经典性与

阐释的公共性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意识形态范

畴之内的共谋同在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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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ature of Literary Classics and the Publicity of Interpretation

ZHANG Tongsheng

(School of Literature,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20,China)

　 　 Abstract: The nature of literary classics is essentially selected, confirmed and constructed by the publici-
ty of interpretation. The canonicity of literary works derives from the publicity of spiritu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times. Knowledge-power creates the classic of the times and its structure of interpret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literary classics are also the public discourse and cultural resources of interpretation, thus they construct
the publicity of interpretation in the superstructure. The public exhibition of interpretation is actually a model
interpretation of spirit of the times as a fore-structure of meaning understanding in the public sphere. The pub-
licity of interpretation model in the specific times consists of dominant spirit of the times, mainstream ideology,
and a related series of aesthetics, values, words, expressions, knowledge, etc. As one of fore-structures of in-
terpretation, the publicity participates in the production of literary meaning and generation of classics.
　 　 Key words: public interpretation; literary classic; fore-structure; public sp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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